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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文学鲁军”的原乡情怀

文/黄万华

11月，称得上是“华文文学月”了。11月2日，21世纪世界
华文文学高峰会议在南京大学召开，主题是“传承与创新：新
世纪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可能性”；11月19日，国务院侨办主
办的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将在广州举行，大会宗旨是“语
言寻根，文学铸魂”；此期间，首届中国新移民文学大会也将
在南昌召开。当下，华文文学已发展成30多个国家、地区的世
界性语种文学，其中境外“文学鲁军”的丰硕成果引
人注目。

大家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山东人，
却少有人知，莫言在境外有很多老乡同道。近百年
来，境外的鲁籍作家多达300余人，其中知名作家50余
人，包括作品入选全球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

强”的姜贵、张大春和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父女
仨，被认为与余光中相比，“艺术成就更大、境界更为深沉博
大”的散文家王鼎钧，以及著名戏剧家马森，著名小说家郭良
蕙、丛甦、杨念慈、王幼华、张放，著名散文家平路、杨明，著名
诗人管管、张琪等。此外，法国法兰西学院唯一的亚裔院士程
抱一也出生于山东济南。他们的创作，呈现出齐鲁文化史上
又一个奇观，也为解决当下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现代性如
何中国化，中国的传统如何展开现代性”提供了极富价值的
经验。

境外鲁籍作家创作有一种整体走向：对传统的看重。这
自然不奇怪，但值得关注的是，在离开传统的发源地山东后，
不断迁徙、漂泊中，他们观照传统的视野反而更加开阔，传统
也由此获得新的生长力。

山东不仅是传统圣地，也是现代侨乡。无论是迁徙到中
国港台地区，还是旅居海外，山东历来是北方省份中人数最
多的，胶东半岛更有着开放的民风。因此，山东才成为中国基
督教最早“在地化”的省份之一，从王鼎钧、朱西宁等著名作
家，到平路等后起之秀，都信仰或皈依基督教，但他们又往往
并不认同具体的教会，更侧重于从自己的传统良知去接受基
督教义的慧心。这种开放的民风、迁徙的人生与儒家传统的
丰厚积淀相融汇，成为鲁籍作家创作最宝贵、最丰富的资源。

传统必须“走出去”，只有面向世界的传统，其“中国性”
才会包含丰富的“现代性的中国化”。例如，王鼎钧1942年从
家乡兰陵出走，“经历七个国家，看五种文化、三种制度”，创
作了众多最具“中国性”的作品，他散文的“爱”往往是将中国

传统的“情”扬长弃短后而提升的。中国文化传统是重“情”而
轻“爱”，文学作品注重的是伦理、亲缘、族群等关系决定的

“情”，而忽略从生命出发的“爱”（这在一些中国文学名著中
也很明显）。王鼎钧散文关注的却是从生命、人类悲悯而生发
的爱，有时甚至是在“绝情”中表现出广博的爱。

朱西宁是张爱玲当年所钦佩的作家，全家六个成员，文
学上皆卓有成就，世所罕见。他的三部小说集《铁浆》、

《狼》、《破晓时分》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
重要作品，甚至被人视为“公认的经典”。

当时，台湾国民党政府加强对文学的控制，朱西
宁不愿沉沦于官方政治泥淖中，于是，从乡土世界出
发的形式、技巧的艺术实验，成为他对文学自由的追
求和对写作的“殉身”的重要出路。由此，朱西宁从传

统的、乡土的世界中找到现代性的诠释，这不仅突围出了国
民党当局的政治高压，也为台湾文学注入了现代意义。朱西
宁的最后一部作品是55万字的《华太平家传》，1980年小说开
笔后毁稿9次，直至他找到合乎自己要求的写法，以中国风俗
志的方式，将个人心灵中最美好的记忆，化为富有知识情趣
的文化叙事，其文字美感丰盈悠远如中国画卷，成为又一部
会传之于后世的作品。

境外鲁籍作家的创作都深深浸淫于中国传统中，而又结
出现代艺术的丰硕成果。从1950年代北大原校长蒋梦麟称姜
贵小说为“新《水浒传》”，到新世纪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
人连获文学大奖作品的传统创新，都改变了以往单向的“西
方挑战，东方回应”的被动模式，从自身丰厚的文化资源中拓
展出转化“他者”文化资源的空间，以自己的文学感受力、创
造力和自觉自主的选择意识，使“中国性”处于不断开放、流
动的状态，从而在大胆接纳现代艺术营养中不断“再中国
化”，丰富中国性。

被朱西宁称为“山东人在台湾文坛里最年轻的一位”的
郝誉翔，曾这样深情谈起山东：“虽然我的身份证标注我是在
高雄出生，但我从不说自己是高雄人。山东，即使这辈子都没
去过，我仍会对那里充满想象和感情……山东成为我精神上
永远的原乡。”山东的精神原乡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鲁籍作
家的创作才足以被人们感受、怀念，而这种感受会指向每个
中国人的精神原乡。

（作者为山东大学二级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

给文化名人故居挂牌子
用挂牌子的方式来保护一些大城市中的居民建筑，绝对

是一个好招。
这里所说的民居是指文化名人的故居，是特定的一层对

象，并不泛指一切名人的故居，这一点很重要。名人范围很
广，各式各样，在保护他们的故居时，一定要区别一下，并非
一律保护，或者说，只能保护其中的一部分，而对其余的，则
可置之不理，任其消亡。这样说，也许有些残酷，但理当如此，
否则，一是顾不来那么多，二是也不值得把摊子铺得那么大。

既然有选择，那么确定选择的标准很重要。标准有两个，
一个横的，一个纵的。横的是指分类，分几个类型，按类型取
舍；纵的是指在同一类型中分高低优劣，按其好坏取舍。

在确定名人故居时，首先要把名人的类型搞清楚，大体
上可以划分成政治社会型和文化学者型两大类，前者包括政
界军界的头头脑脑、地方诸侯、社会贤达等，后者包括作家、
艺术家、人文学科的学者等。按照国际惯例对前面一种类型
人的故居，即政治社会型的人的故居，除去属于个别的有开
拓性的国家领袖、元首、帝王以及个别伟人之外，在一般情况
下，是比较慎重的，不会保留，也不挂牌标示。可能由于绝大
多数这类型的人在历史长河中消亡得比较快，不会永垂不
朽，会渐渐被更替淘汰得无影无踪，所以不必过分刻意保存
他们的故居。然而，文人学者则不同，由于杰出的文人学者影
响长久，并不遵从进化论的后来者一定比前者强的规律，有
时，大文人的成就高峰是后人绝对迈不过去的，像李白、杜
甫、曹雪芹，像孔子、孟子以及国外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
托尔斯泰等，他们在人类精神史上的影响是永存的，是长命
的，所以对文化名人故居要另眼看待，该保留的就要保留。但
也不是凡文化名人的故居都要保留，要按纵的标准再加以区
分。什么是纵的标准呢？按国际惯例大体有这样几条：

一，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是公认的权威。

二，对人类的福祉做过贡献。
三，在国内甚至在国际有一定的知名度。
四，诞生超过一百年。
有这几条就比较好办了，在一般情况下，经过详细考证

论证是可以做出比较公允的判断的。这要由专门的有一定权
威性的机构去做决定，不是草率地由个别人拍拍脑袋就能定
下来的。

这几条标准缺一不可，互有牵制，有贡献有权威但名气
不够也不行，这会让许多人落选，所以，有这样的标准非常合
理，而且可行性很高。

有了这样的分类和标准之后，便可以有选择地为名人故
居挂牌了，牌子上要有以下几条：一是姓名；二是从事什么职
业的；三是从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在此居住(时间太短了也
不行)。牌子的制式和材质都要讲究、牢靠，挂的方式要适合
永久性，不易损坏或被盗。

为名人故居挂牌，起码是有两大好处：首先，可以将那所
房子保护下来，不被随意拆掉，这一点在当下的形势下，在城
市普遍处在改造高潮的背景下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样的牌
子在一个城市中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文明古国和历史文明古
城的味道就出来了；其次，有巨大的教化意义，小学生、年轻
人走过那里，抬头一看，呀，这位文化名人住过这里，心情马
上就激动了，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这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
义不是虚的，它是由爱故乡，爱街道，爱邻里产生的，它是潜
移默化的，是由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中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的。故居挂牌之后不一定要开放或辟成博物馆，要依可能性
和必要性而定，但反正房子是不能拆了。

为文化名人故居挂牌大有可为，让有条件的大城市先试
点，一点一点地做起来吧。

（作者为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老舍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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